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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周度猪肉价格、生猪疫情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一阶对数差分形式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
差模型（ＧＡＲＣＨ）和门限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ＴＡＲＣＨ），实证分析不同阶段猪肉价格的波动特征、不同生猪调控政
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猪肉价格波动呈现波动性集聚特征和非对称特征，价格下跌引起的波动大于价

格上涨引起的波动。不同的生猪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不一样，生猪补贴政策、猪肉储备政策对猪肉价格波

动起到抑制作用，可以减小市场波动风险；而近年来实施的“禁养区”等生猪调控政策提高了猪肉价格波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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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业一直是我国农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关乎
农民生产和居民消费。多年来，我国畜牧业产值占

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一直稳定在３０％上下，肉类、蛋
禽产量稳居世界第一。畜产品的消费支出在居民

食品烟酒类消费支出中一直占据着较大比重，２０１６
年我国畜产品人均消费支出１０９１元（不含港澳台
地区），占食品烟酒类消费支出的２１．１８％，仅猪肉
消费支出就占到食品烟酒类消费支出的 １１．４５％
（畜产品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占比数据是根据《畜牧

业统计年鉴》中主要畜产品的全国平均价格和《中

国统计年鉴》中的全国居民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计

算得出的）。作为占比最大的肉类消费品，生猪生

产和居民消费密切相关，且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风

险严重影响到生猪生产者的收益和居民日常消费。

近年来我国猪肉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波动，价

格暴涨增加了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负担，

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猪肉贵”的讨论，价格暴跌又严

重影响了生猪生产和生猪生产者收益的稳定。因

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来稳定生猪生产、

平抑价格波动。从２００５年开始，政府陆续实施了畜
牧良种补贴政策、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畜牧标

准化规模养殖等政策来鼓励生猪生产，２００８年底又
出台了猪肉储备政策实施细则，通过收储和放储操

作来平衡猪肉市场供给、减小价格波动。在这些生

猪调控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生猪存栏量和猪肉产量

分别从 ２００５年的 ６０３６７万头、４５５５万 ｔ增长到
２０１３年末的７２７６８万头、５６１８万ｔ。但随着生猪业
的发展，养殖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在２０１４年
颁布了《畜禽污染防治法》，２０１６年划分“禁养区”，
２０１８年开始征收畜禽养殖税，这些调控政策使得不
少养殖户退出生产、生猪供给减少，供给的减少增

加了猪肉价格的波动风险。那么，鼓励生猪生产的

调控政策能否平稳生猪生产、减小价格波动？猪肉

储备政策能否减小猪肉价格波动？以“禁养区”为

代表的养殖环保政策能否增加猪肉价格波动？这

些问题都有待解答。现有研究一般将影响价格波

动的原因归纳为供需因素、生产成本因素、政策性

因素和随机因素等。林丽认为，供给方的信息不对

称造成供需不均衡，从而引发猪肉价格波动类似发

散型蛛网［１］。刘莹等认为，以玉米为代表的饲料、

仔猪等生产成本导致猪肉价格呈周期性波动［２－４］。

温涛等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产生了强

烈的冲击效应［５］。石自忠等认为，我国畜产品价格

受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冲击非常大［６］。牛元帅

运用冲击波效应（ＥＳＷ）模型实证分析发现，突发性
疫情对猪肉价格产生冲击，但冲击持续时间较

短［７］。目前，关于生猪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

影响研究较少，且研究结论不一致。周德运用

ＡＲＣＨ类模型对市场猪肉价格调控政策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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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无法否定调控政策在猪肉市场的运行效果［８］。

全世文等基于双维格点搜索法估计政策实施前后

猪粮价格的双阈值误差修正模型发现，猪肉储备政

策有利于平抑猪粮比价的波动［９］；而张瑞娟将猪肉

储备调控政策的收储和放储操作纳入中美猪肉价

格的向量自回归（ＶＡＲ）模型，发现猪肉储备调控政
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实施效果不

佳［１０］。潘方卉等应用平滑迁移误差修正模型发现，

猪肉储备调控政策加大了产区和销区猪肉价格之

间发生非对称性传导的可能性，加剧了价格波动，

猪肉储备调控政策往往不利于价格的自我修复［１１］。

已有研究较好地探讨了我国猪肉储备政策对价格

波动的影响，但鲜有系统分析整个生猪调控政策实

践效果的研究，对其他生猪调控政策如生猪补贴政

策、“禁养区”等生猪养殖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缺乏

探讨，在控制生猪疫情变量基础上不同阶段以及不

同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也缺乏实证研

究。而现实中生猪疫情与猪肉价格关联紧密，我国

生猪调控政策也在与时俱进，不同调控政策效果存

在明显差别。因此，本研究采用一阶对数差分形式

的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ＧＡＲＣＨ）和门限自
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ＴＡＲＣＨ），分析２００４年以来
我国不同阶段的猪肉价格波动特征和不同生猪调

控政策的实践效果，以期为完善生猪调控政策、优

化生猪生产资源配置、保障我国生猪市场稳定、增

加农民收入、维护我国生猪产业安全和持续健康发

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１　理论分析和模型构建

我国生猪市场面临猪肉价格波动风险，猪肉价

格的异常波动损害了生猪生产者和猪肉消费者的

利益。在２００５年以前，我国关于生猪调控的政策性
措施很少且多为局部地区试点，不成规模，难以影

响猪肉价格，直到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在２００５年开始
实施，给予生猪养殖户购买优质种猪价格补贴。紧

接着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出台，能繁母猪补贴政

策开始试点，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等政策也进

入生猪调控体系，这些生猪补贴政策补贴力度大、

覆盖面广，影响生猪生产和猪肉供给，在很大程度

上可能会影响市场猪肉价格。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１７日，
《中央储备肉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发布，猪肉储备肉

政策在实际意义上开始调控猪肉市场供需。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年，我国相继实行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水污染防治、“禁养区”等政策，并从２０１８年开始对
生猪养殖场征收环保税。因此，２００５年以前为生猪
调控第一阶段（无政策调控阶段），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为
第二阶段（生猪补贴政策密集阶段），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
为第三阶段（猪肉储备调控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为
第四阶段（生猪业环境调控阶段）（表１）。

表１　不同阶段的生猪调控政策

阶段 持续年份 政策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无调控政策

第二阶段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 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能繁母猪补

贴；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

第三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能繁母猪补

贴；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猪肉储备

调控政策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生猪良种补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生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补贴；能繁母猪补

贴；能繁母猪保险保费补贴；猪肉储备

调控政策；“禁养区”等环保政策

　　根据价格理论，在需求保持一定的情况下，供
给的变动决定着价格的变动。猪肉作为我国主要

的肉食，人均消费长年保持稳定，由此猪肉供给很

大程度上决定着猪肉价格的波动。生猪补贴政策

通过生产环节对生猪养殖者进行补贴，改善养殖场

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状况，改良生猪品种提高生猪免

疫能力，从而帮助生产者抵御生产风险、稳定生猪

生产、保障猪肉供给来平衡市场猪肉供需，进而实

现减小猪肉价格波动率的目标。因此提出研究假

说一：生猪补贴政策能够减小猪肉价格的波动率。

猪肉储备调控政策主要是在消费环节进行调

控，根据市场行情制定收储、放储规模，当市场猪肉

供给过剩时进行收储操作，当市场猪肉供给短缺时

进行放储操作，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平衡猪肉市场供

需，减小价格波动率。因此提出研究假说二：猪肉

储备政策能够减小猪肉价格的波动率。

环境规制政策近年来成为生猪生产调控政策

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新实施的“禁养区”等调控政

策，通过划分生猪禁止养殖区域，关停或搬迁区域

内的养殖场，要求现有规模化养殖场配套建设粪便

污水处理设施，散养密集区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

集、集中处理，使得养殖成本提高，不少养殖户退出

生产，生猪养殖减少，区域内猪肉供给量下降，可能

会加剧猪肉价格的波动。因此，提出研究假说三：

“禁养区”等调控政策会增加猪肉价格波动率。

刚开始进行时间序列变量研究时，一致假定其

—３２３—江苏农业科学　２０２０年第４８卷第１８期



方差是恒定不变的，实际上却存在自回归条件异方

差（ＡＲＣＨ），Ｅｎｇｌｅ建立ＡＲＣＨ模型并将方差的波动
纳入其中［１２］，Ｂｏｌｌｅｒｓｌｅｖ对 ＡＲＣＨ进行了延伸，并形
成ＧＡＲＣＨ模型［１３］。当前 ＡＲＣＨ类模型广泛用于
价格时间序列波动特征的研究，本研究在模型中加

入生猪疫情和政策变量，在控制生猪疫情的基础上

量化生猪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的影响，验证本

研究提出的３个假说。ＡＲＣＨ（ｐ）模型由以下２个
部分构成。

ｘｔ＝θ＋θ１ｘｔ－１＋…＋θｉｘｔ－ｉ＋εｔ； （１）

δ２ｔ＝ω＋∑
ｐ

ｉ＝１
αｉε

２
ｔ－ｉ。 （２）

其中：公式（１）称为均值方程，θ是截距项，ｘｔ表示 ｔ
期的价格波动率；ｉ、ｐ为滞后阶数，εｔ为随机扰动
项。公式（２）称为方差方程，δ２ｔ是 εｔ在 ｔ时刻的条
件方差，在此方程中表示价格序列回归后残差滞后

项的加权平方和。公式（２）中有ω＞０，αｐ≥０，ｐ＝１，

…，ｎ，则可以使条件方差 δ２ｔ＞０。∑
ｐ

ｉ＝１
αｉε

２
ｔ－ｉ表示自回

归条件异方差ＡＲＣＨ项，其系数∑
ｐ

ｉ＝１
αｉ是否显著意味

着价格的波动率是否具有波动性集聚特征。

在公式（２）中加入条件方差本身的滞后项后得
ＧＡＲＣＨ模型。

δ２ｔ＝ω＋∑
ｐ

ｉ＝１
αｉε

２
ｔ－ｉ＋∑

ｑ

ｊ＝１
βｊδ

２
ｔ－ｊ。 （３）

式中：ｑ表示滞后阶数；δ２ｔ－ｊ表示 ＧＡＲＣＨ项，该模型
将价格的波动构成划分成２个部分。βｊ来反映价格
过去波动对本期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度，αｉ反映价格
过去时期外部冲击对本期价格波动的影响力度。

模型系数之和∑
ｐ

ｉ＝１
αｉ＋∑

ｑ

ｊ＝１
βｊ表示价格波动的持续性，

当二者小于１表明冲击对价格产生的影响会慢慢消
失，相反则表明影响会扩大。

当ｐ＝ｑ＝１时，有ＧＡＲＣＨ（１，１）模型。
δ２ｔ＝ω＋αｉε

２
ｔ－ｉ＋βｊδ

２
ｔ－ｊ。 （４）

　　由于不同消息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可能不同质，
Ｇｌｏｓｔｅｎ等在重新设定ＡＲＣＨ模型的方差方程后，提
出非对称的门限 ＧＡＲＣＨ模型［１４］，用以下模型来反

映价格波动率是否对称。

δ２ｔ＝ω＋∑
ｐ

ｉ＝１
αｉε

２
ｔ－ｉ＋γε

２
ｔ－１ｄｔ－１＋∑

ｑ

ｊ＝１
βｊδ

２
ｔ－ｊ。 （５）

当ｐ＝ｑ＝１时，有ＴＡＲＣＨ（１，１）模型。
ｙｔ＝α０＋α１ｘ１ｔ＋…＋αｋｘｋｔ＋εｔ； （６）
δ２ｔ＝ω＋αε

２
ｔ－１＋γε

２
ｔ－１ｄｔ－１＋βδ

２
ｔ－１。 （７）

式中：ε２ｔ－１是不对称的效应项，若 εｔ－１＜０，ｄｔ－１＝１，
即利空消息

!

０，对条件方差 δ２ｔ的影响为 α＋γ；若
εｔ－１≥０，ｄｔ－１＝０，即利好消息≥０，对 δ

２
ｔ的影响为

α１。γ≠０即价格的波动率是非对称的，若 γ＞０，则
存在杠杆效应，即价格下跌波动大于上涨波动；若

γ＜０，那么价格上涨波动大于下跌波动。α１＞０，意
味着外部冲击对价格波动的影响变大；相反，α１＜０
意味着外部冲击利于稳定。β１表示经济记忆性，β１
越大说明记忆性越强，β１＞１时表明价格变量自身
会放大波动。

通过对周度猪肉价格进行一阶对数差分得到

价格波动率序列ｘｔ。方差方程中除了条件方差本身
的滞后项外，加入政策和疫情变量来衡量政策和疫

情对猪肉价格波动率的影响。其中，政策变量按照

上述划分的４个阶段进行０和１的赋值，表示是否
实行调控政策。如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第一阶段

的政策变量为０，表示没有实行生猪补贴政策，第二
阶段的政策变量为１，表示实行了调控政策，第二阶
段到第三阶段、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以此类推。这

样可以分别量化一系列生猪补贴政策、猪肉储备调

控政策和“禁养区”等环保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率

的影响。综合布瑞克数据库的猪疫情深度和宽度

指标得到猪疫情变量。

２　数据来源及其计量结果分析

２００４年以来，猪肉价格异常波动，严重影响居
民的生产和生活。因此，本研究选取高频率的白条

猪周度价格（本研究用白条猪价格作为猪肉价格），

剔除时间序列季节因素的影响，数据源于商务部的

商务预报，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样本周期为２００４
年第１周到 ２０１８年第 １９周，共计 ７４７个观测值
（表２）。　

表２　不同阶段周度猪肉价格描述性统计

阶段
猪肉价格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
偏度 峰度 方差

样本数

（个）

第一阶段 １２．７７ ０．７７ １０．７４ １４．００ －０．６０ ２．６０ ０．５９ ５２

第二阶段 １５．１８ ４．２２ ９．８１ ２２．８８ ０．４９ １．７１ １７．８１ ２０８

第三阶段 １９．６７ ３．２９ １４．０１ ２６．４４ ０．１１ ２．２０ １０．７９ ２６０

第四阶段 ２１．７０ ２．３３ １６．９５ ２６．７４ ０．１７ ２．１４ ５．４４ ２２７

整体　　 １８．５６ ４．４０ ９．８１ ２６．７４ －０．３０ ２．０１ １９．３２ ７４７

　　４个阶段的猪肉波动呈现如下特征：２００４年第
１周到２０１８年第１９周，猪肉最低价为９．８１元／ｋｇ，
最高价为２６．７４元／ｋｇ，价格差约１．７倍，可见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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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幅度较大。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各个阶段猪肉
价格的均值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第一阶段猪肉价

格的标准差和方差较小，猪肉价格波动幅度较小，

其余阶段猪肉价格的标准差和方差较大，猪肉价格

波动幅度较大，但从第二阶段至第四阶段，猪肉价

格的标准差和方差呈现逐渐减小的趋势，猪肉价格

波动逐渐减小。

２．１　单位根和ＡＲＣＨ效应检验
对白条猪价格（ｂｐ）取对数得到对数价格序列

（ｌｎｂｐ），再进行一阶差分得到新的价格波动率序列
［ｄ（ｌｎｂｐ）］，根据ＡＤＦ单位根检验白条猪价格平稳
性的结果见表３。白条猪对数价格序列（ｌｎｂｐ）均存
在单位根，是不平稳序列，但是经过一阶差分处理

后的价格波动率序列［ｄ（ｌｎｂｐ）］是平稳的。
ＡＲＣＨ－拉格朗日乘子检验（ＬＭ）检验结果显示，白
条猪价格波动率序列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
假设，一阶差分后价格变化率的残差序列存在自回

归条件异方差效应。

表３　猪肉价格和价格波动率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阶段 检验类型 ＡＤＦ统计量 １％显著性水平临界值 麦金农检验Ｐ值 平稳性

第一阶段 水平检验　　 －１．３６２ －３．５９４ ０．６００４ 不平稳

一阶差分检验 －４．５７８ －３．６００ ０．０００１ 平稳　

第二阶段 水平检验　　 －０．６２６ －３．４７４ ０．８６５１ 不平稳

一阶差分检验 －４．０２９ －３．４７４ ０．００１３ 平稳　

第三阶段 水平检验　　 －１．４９１ －３．４６１ ０．５３７８ 不平稳

一阶差分检验 －４．１５５ －３．４６１ ０．０００８ 平稳　

第四阶段 水平检验　　 －１．３０６ －３．４６８ ０．６２６４ 不平稳

一阶差分检验 －３．７１９ －３．４６８ ０．００３９ 平稳　

整体　　 水平检验　　 －１．７２４ －３．４３０ ０．４１９０ 不平稳

一阶差分检验 －５．８０４ －３．４３０ ０．００００ 平稳　

２．２　猪肉价格波动特征及政策效果
除了调控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有影响外，生猪

疫病也会影响生猪供给，从而对猪肉价格波动产生

影响。因此，在ＧＡＲＣＨ和ＴＡＲＣＨ模型中加入政策
变化的虚拟变量Ｄ和猪疫情变量 ｉｌｌ，以判断不同阶
段不同政策对猪肉价格波动率的影响（表４）。
　　由表 ４可知，在 ＧＡＲＣＨ和 ＴＡＲＣＨ模型中，
α１＞０且显著（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的 ＧＡＲＣＨ模
型估计结果除外），表明猪肉价格存在较强的波动

性集聚效应（ＡＲＣＨ效应）。在第二阶段到第三阶
段、第三阶段到第四阶段中，β１＞α１且显著，说明过
去猪肉价格的波动对当期价格波动的作用强度更

大，存在经济记忆性；α１＋β１＜１，说明存在均值回
归，过去价格波动对将来的影响逐渐消失；γ＞０，表
示猪肉价格波动呈现不对称的特征，猪肉价格下跌

引起的波动大于猪肉价格上涨。疫情变量为正值

且显著，说明疫情扩大了猪肉价格的波动率。

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变化过程中，政策虚

拟变量Ｄ＜０，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实施生
猪调控政策前相比，实施一系列补贴调控政策后猪

肉价格波动率减小。我国居民对猪肉的消费需求

较稳定，可见稳定猪肉供给是减小猪肉价格异常波

动的关键，生猪补贴调控政策如生猪标准化规模养

殖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通过给予养猪户生产

补贴来提高其养猪的积极性、促进生猪生产规模

化；生猪良种补贴政策对养猪户购买优质种猪精液

给予价格补贴，这加快了地方种公猪站向专业化转

变的速度，越来越多的社会化人工授精技术被养猪

户采用，生猪品质和生产水平稳步提升；生猪保险

保费补贴政策提高了养猪户购买生猪保险的积极

性，生猪保险为参保农民提供了风险保障，一定程

度上稳定了生猪生产。这些生猪补贴政策在扩大

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水平、减小生产风险等方面可

以稳定生猪生产，加之对生猪疫情的严格把控，从

而稳定猪肉供给，减小价格波动率。

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变过程中，政策变量 Ｄ
值为负且在１％水平上显著，说明与实施生猪调控
政策前期相比猪肉价格波动率减小了，猪肉储备调

控政策平抑价格效果较好。猪肉储备调控政策通

过储备活体和猪肉胴体来保障猪肉有效供给、稳定

市场猪肉价格，遴选重点城市进行活体储备基地建

设，挑选优质企业作为猪肉承储和加工企业，监测

各地猪肉价格波动情况，利用“旺储淡销”的调控机

制较好地平衡市场猪肉供需，从而实现减小猪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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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猪肉价格波动率的ＧＡＲＣＨ和ＴＡＲＣＨ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第一阶段至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至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至第四阶段

ＧＡＲＣＨ ＴＡＲＣＨ ＧＡＲＣＨ ＴＡＲＣＨ ＧＡＲＣＨ ＴＡＲＣＨ

θ ０．００００４２９ ０．０００５９２９ ０．００００７８５ ０．０００４１５３ －０．００００４２６ ０．００００２９７

（０．９５８０） （０．４８５０） （０．８３５０） （０．２６７０） （０．９１００） （０．９３３０）

ω －７．９２０１３９０ －７．８２５１８９０ －１１．３０３１２００ －１１．１６７６０００ －１１．７５２６６００ －１１．６８８１９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α１ ０．５８７２４２０ ０．４０８４８７５ ０．２６６４４５６ ０．１１８３２６９ ０．０２３４３１４ ０．０１４８８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０） （０．２３６０） （０．０３００）

β１ ０．０９９９５２８ ０．０９０５２４３ ０．６５２８４９３ ０．６２９５１４４ ０．７８７５８５８ ０．７２２０２８２

（０．３０３０） （０．３２９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α１＋β１ ０．６８７１９４８ ０．４９９０１１８ ０．９１９２９４９ ０．７４７８４１３ ０．８１１０１７２ ０．７３６９１５３

γ — ０．３７１５５１６ — ０．３４１８９０７ — ０．１１５６９８５

— （０．１６８０） 　　— （０．００００） 　　 　— （０．０３３０）

政策Ｄ －１．７５６３０６０ －１．７８７８３４０ －０．７９８８５６２ －０．７４６１４３８ ０．２２９８２１４ ０．４１６１１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０）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６０）

疫情ｉｌｌ ０．４３９７３４０ ０．３２８９０４２ ０．７７１３１８２ ０．５９０８２０９ ０．５８００６４９ ０．５２２６０４９

（０．０９２０） （０．２０９０）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７００）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

　　注：、、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Ｐ值。

格波动的政策目标。

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转变过程中，政策虚拟变

量Ｄ为正并在１０％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禁养
区”等生猪养殖环境调控政策实施后，猪肉价格波

动率增加。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我国先后启动畜禽污染防
治和水污染防治计划，划分生猪禁止养殖区域，关

闭或搬迁禁养区内的养殖场和养殖户，要求现有规

模化生猪养殖场配套建设粪便污水贮存、处理、利

用设施，实施雨污分流、粪便污水资源化利用，散养

密集区实行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该

生猪养殖环境规制增加了养殖成本，挫伤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５年
有约５００万户养猪户退出生产，生猪出栏量环比下
降３．３８％，猪肉产量环比下降３．０１％，随着“禁养
区”政策的大范围实施；２０１６年生猪出栏量继续下

降３．２３％，猪肉产量下降３．９％。生猪养殖环境规
制政策使得生猪出栏量、猪肉产量减少，打破了市

场猪肉供需平衡，进而增加猪肉价格波动率。

图１、图 ２直观展示出猪肉价格的波动特征。
第一阶段，猪肉价格波动率的条件方差较高，价格

波动程度高。第二阶段实施一系列生猪调控政策

后，价格波动率的条件方差明显下降，但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８年存在方差增大的过程，原因是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年暴发大规模生猪蓝耳病疫情，导致后续生猪存栏

量不足，猪肉供给不足，从而引起猪肉价格的剧烈

波动。第三阶段新增实施猪肉储备调控政策，猪肉

价格波动率的条件方差稳定在较低水平，波动程度

显著低于其他阶段。第四阶段实施“禁养区”等生

猪养殖环境调控政策，条件方差比第三阶段有所增

大，波动程度较第三阶段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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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综上，猪肉价格波动呈现波动性集聚特征和非

对称特征，价格下跌引起的波动大于价格上涨引起

的波动。生猪补贴政策、猪肉储备政策对猪肉价格

波动起抑制作用，减小了市场波动。而近年来实施

的“禁养区”等生猪养殖环境规制政策增加了猪肉

价格波动率，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３．１　坚持市场为主导的调控原则，完善现有生猪补
贴政策

首先，政府可以借鉴欧盟目前实行的生猪脱钩

补贴政策，补贴额与生产数量无关，减少因补贴造

成生猪和猪肉供给过剩的现象，不扭曲生猪和猪肉

市场的价格运行机制。其次，鼓励生猪保险业发

展，提高生猪保险承保覆盖面。鼓励农业保险经营

机构提供更多优质的生猪保险产品，提高生猪保险

运营能力，引导生猪养殖户购买保险，提高承保覆

盖面，减小生产波动风险带来的损失，以稳定生猪

生产的平稳性、保障猪肉供给。

３．２　完善猪肉储备调控政策，鼓励进行市场化储备
一方面，完善生猪生产和市场价格监测预警体

系，综合国内国际各类市场因素，增加更多有效指

标来衡量生猪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及时进行生猪

生产波动和猪肉价格波动风险预警，及时进行猪肉

收储、放储操作，平衡市场猪肉供需，减小猪肉价格

波动率。另一方面，促进猪肉储备调控政策向市场

化储备转换，降低储备成本，鼓励企业进行猪肉储

备，政府只在市场出现猪肉供给过剩时提供收储空

间并承担收储成本。

３．３　配套生态补偿机制，给予养猪户适当的绿色生
产补贴

我国现行生猪环境规制政策加大了猪肉价格

波动，可以配套生态补偿补贴政策来减缓生猪环境

调控政策带来的价格异常波动。参考欧盟的绿色

支付补贴和交叉遵守调控政策，生猪生产过程满足

环境保护要求即可获得相应的补贴，从而实现可持

续发展和稳定生产与价格的双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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